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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學園區透過與相關機構緊密合作建立網絡，利用其建成的環境促進技術創新

和轉讓，藉此刺激經濟活動的發展，因此關係網絡常被視為區域創新系統之組成部

分。過去多數研究缺乏對影響科學園區效益的區域背景因素有系統性地理解，並且

忽略創新系統組成元素的協同作用具空間層級與地域之差異，其代表了各種地理尺

度上地方環境要素的獨特性質。本研究以區域創新系統之概念作為研究取徑，檢視

科學園區發展所需之條件在不同地理尺度上之作用與影響，研究欲透過區域創新系

統的觀點解析科學園區對於不同空間尺度的發展意涵，研究地區以竹科與南科進行

比較分析，藉以了解創新因素在兩園區之間實際的作用關係，實證區域背景之差異

性對於園區效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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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Park establishes a network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institutions, uses its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er, 
and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refore, it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Most studies in the past lacked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benefits of 
science parks, and ignored that the synergy of the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has 
spati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which represent the unique nature of lo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various geographic scale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overview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path to examin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arks on different geographic scales.The 
research intend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of science parks o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research 
area uses Hsinchu Science Park and Tainan Science Park to compare and analyz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effect of innovation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parks, and to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region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on the benefits of the park.

Key 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ience park,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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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高科技產業因生產及研究發展上的需要，使得創新及知識導向成為其維持競爭

力的重要關鍵。科學園區是各國推動創新最普遍使用的政策途徑，然而面對高科技

產業的創新樣態與全球化，這樣的科學園區政策，卻未必能對產業升級或科技生根

提供更一步的動力（趙永茂與陳銘顯，2012）。
創新系統為評估廣泛創新領域的政策提供一個寶貴的框架（Flanagan et al., 

2011）。創新系統理論將創新過程視為一個整體，並納入了決定因素、來源、創
業和社會資本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內容進行討論（Gkypali et al., 2016）。在創新系統
的概念中，最為關注的是這些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因為他們是促進創新的實際動

力（Soete et al., 2009）。而透過區域創新系統正好提供了區域經濟與創新互動之間
的聯繫管道（Asheim and Isaksen, 2002）。區域創新系統將創新視為一系列參與者
（如公司、大學和研究機構、監管機構、中介組織、決策者和金融機構）相互作用

的過程（Doloreux and Porto Gomez, 2017）。這樣的互動過程對於理解科學園區創
新效益的條件至關重要。

此外，過去學者們認為影響科學園區發展之因素是一個多維架構，但從區域創

新系統的觀點，大多數研究忽略了創新系統組成元素的一種協同作用，而且是跨越

不同尺度與規模互動，其代表了各種地理尺度上地方環境要素的獨特性質，而這些

要素有助於未來科學園區之發展，甚至是再發展與轉型之潛力關鍵。

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欲以區域創新系統之理論，探討科學園區發展所需之創

新條件，透過指標建構後與AHP專家問卷篩選後，再運用竹科與南科發展進行比較
論證，藉以了解創新因素在兩園區之間實際的作用關係，藉以實證區域背景之差異

性對於園區效益之影響，進而對我國科學園區未來發展提出良性之環境規劃改善建

議，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 透過區域創新系統觀點，檢視科學園區發展所需之條件在不同地理尺度上
之作用與影響。

（二） 探討國內科學園區發展現況，並對科學園區未來發展規劃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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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

（一） 科學園區發展進程與定義內涵
由於以科技為基礎的中小型公司，對創新、就業成長和經濟發展有重大共貢獻

（Hoffman et al., 1998）。各國政策制定者皆採取措施支持技術型企業的發展，以
促進經濟繁榮（Mian et al., 2016）。在這方面最早和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即是建立科
學園區。1951年史丹佛研究園區的建立後，科學園區現象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蓬勃
發展，並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區域發展計劃之一（Anttiroiko, 2004）。
各國在社會經濟、產業發展條件、政策制度等的不同背景因素，在促進他們

產業發展空間規劃上，發展出不同的園區型態，關於科學園區發展的規模與類型

的研究領域，在過去90年代發展迅速，根據國內學者施鴻志與孔憲法（1995）歸
納世界各國科技園區主要的七類發展型態，分別是研究園區（Research park）、
科學園區（Science park）、技術園區（Technology Park）、培育中心（Incubator 
Center）、電傳埠或資訊港（Teleport）、科技園市（Technopolis）、多功能核心區
（Multifunction Polis; M.F.P.）。近30年來有關科學園區的研究文獻不斷新增與成
長，用於描述科學園區的詞彙通常因案例而異，儘管過去有些作者試圖區分這些不

同術語，如Komninos（2002）、Anttiroiko（2004），但近十年受到全球產業的變
遷與競爭模仿影響下，由於園區的命名並沒有基於任何明確的標準，科學園區的功

能已不再遵循原先的名稱特徵，概念及功能也更顯豐富。

一般而言，科學園區常被描述為一個以研究為導向的組織群聚，這些組織將

公司聚集在一個物理位置。科學園區主要目的是透過提供不同的基礎設施支持，

創造創新來促進企業間以及企業與大學間的知識流動，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Poonjan and Tanner, 2020）。換句話說，科學園區如同一個學習場所，它在預先
建立的區域內結合生產、科學、技術、教育和機構代理，其前提是這些代理的共置

（co-location）有望提高技術水平和區域的創新能力。因此，科學園區被廣泛做為
區域經濟政策之工具，透過與相關國家機構緊密合作建立網絡，利用其建成的環境

促進技術創新和轉讓，進而刺激高層次經濟活動的發展。按照這種觀點，科學園區

通常被視為更廣泛的區域創新系統之組成部分（Cooke, 2001）。
對於我國科學園區之區域發展策略，考量了台灣各縣市生活圈之發展型態，依

據區域特性與條件建立各區科學園區之合宜的發展型態與機能（胡太山，1991）。
然而，科學園區逾四十年的發展投入，產業創新聚群已浮現成形，當今科學園區產

業空間政策之推動，除特定空間聚群外，不同地理範圍的群聚尺度與空間面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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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形成過程已漸受到廣泛的探討。相較於過去以較大的區域科技整合尺度考量

園區的發展，在當今知識經濟的發展下，廠商與人才開始注重空間鄰近性以及面對

面互動的實質需要，基此，未來科學園區之發展，如此才能充分結合地區發展，發

揮科學園區潛在功能，其社會經濟環境與資源如何配合支援，在更微觀之群聚空間

尺度下，皆值得進一步深究。

（二） 科學園區發展之區域背景因素與創新相關理論
關於科學園區效益與區域背景之間聯繫的文獻很少且分散（Mora-Valentín  et 

al., 2018）最近，人們開始關注科學園區外部因素對其促進區域發展能力的影響
（Etzkowitz and Zhou, 2018；Minguillo et al., 2015）。Minguillo et al.（2015）認為
理解科學園區效益更為相關的是其外部環境。Etzkowitz and Zhou（2018）在美國
和中國成功的科學園區案例中，強調創新動力並非來自園區本身，而是源於區域

背景所塑造的大學與政府之間的互動。Poonjan and Tanner（2020）認為，基於成果
導向（如專利、初創企業、NTBFs）來衡量科學園區，其相對重要性會因地區和時
間而異。從許多研究中已認識到區域背景對科學園區效益的重要性，而這種將區

域背景因素納入對科學園區效益的解釋，主要是受到各種關於空間領域創新模型

（territorial innovation models（TIM）的文獻啟發。空間領域創新模型的一個共同
特徵是將區域發展視為結合了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在地或區域內生過程，

並且視地區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Moulaert and Sekia, 2003）。過去，經濟地理
學已對各種類型的空間領域創新模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目的是解釋創新行為

的地方動力。Moulaert and Sekia（2003）審查的空間領域創新模型之一，區域創新
系統（RIS）框架正好處理了區域經濟與創新能力之間的聯繫（Asheim and Isaksen, 
2002），這對於理解影響科學園區效益的因素與作用機制能至關重要。
而由不同觀點出發討論科學園區所帶來的影響，至今累積了相當多的理論，目

前探討科學園區發展的理論框架或概念方法，大致可從三螺旋、產業群聚、區域

創新系統等觀點出發。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0）提出「三螺旋」（Triple 
Helix）模型，著重於分析政府、產業和學研機構之間關係的動力學，在三螺旋的
結構中，學研機構被認為是創新產生的動力來源，其對於新知識和科技創造與擴散

的能力高低，對三螺旋系統創新的能力及成效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儘管，三螺旋模

型的運行架構主要從產官學三個組織出發，但較缺乏對於組織中權力運作與知識差

異進行探討，而這些又是觸發創新與引發結構洞出現很重要的因素。綜觀過去研究

學者Porter（1998）、Luger（2001）、Giuliani（2005）、Muhammad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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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產業群聚概念，意旨在某一特定區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或更相互關聯的

企業或機構，存在著共通性與支援性的連結，具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產業群聚理

論的重點，是探討特定產業為何聚集在特定空間，即某產業廠商如何在特定空間聚

集的過程，以及該區域擁有的條件，後來為產業界借用來解釋產業上特殊的空間集

中現象。區域創新系統（RIS）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為了對區域群聚研究分析而提出
的新理論構建，也是對一些地區實質建設創新網絡的理論參考（Cooke, 1998）。
此理論觀點視區域環境為一個發展的基礎或背景，可促成創新性的機構產生和互

動，此種創新概念，即是透過經濟作用者間的互動學習過程組成，形成產業創新網

絡的環境。區域創新系統的框架中，將創新視為一系列參與者（如公司、大學和研

究機構、管理機構、科學園區等仲介組織、決策者和金融機構）相互作用的系統過

程（Doloreux and Porto Gomez, 2017）。其核心功能上，更加強化技術創新環境與
更完善之基礎設施。

綜合併論對科學園區文獻的廣泛閱讀，在創新過程中，會涉及到不同組織間資

源的分配，並在運作過程中，受到各類因素之影響，如：企業特性（規模、技術特

性、吸收能力、學習能力）、組織成員結構（相關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組織

間互動特性（文化、權力結構、信任）、空間特性（都會地區、邊緣地區、舊產業

地區）、知識型態（隱性與顯性）等因素（Tödtling and Trippl, 2005）。本研究認
為區域外部的聯繫與園區內部之因素，都會對科學園區之效益與動態產生影響。

（三） 科學園區與區域創新系統之角色作用關係
區域創新系統通常會根植於區域環境中，其具地方性的特質，透過各種參與創

新的私營和公共組織，即公司、研究機構、技術轉移辦公室、教育和培訓機構、勞

動力調解組織和財務提供者等具相互聯繫的組織運作，體現各種參與創新組件構成

與活動上的區域差異。理想情況下，不同區域創新系統組件之間存在許多關係，促

進知識的不斷流動，並促進系統創新和互動學習（Martin and Trippl, 2017）。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受到相當廣泛的區域創新系統特徵影響，包括產業多樣

性程度、知識基礎設施的質量、財務的可用性、技術人才、密集的通訊網絡、政

策行動和區域特定機構（Hassink, 2010; Boschma, 2015; Isaksen and Trippl, 2016; 
Zukauskaite et al., 2017）。而科學園區被認為是技術的溫床，可以培育新的、小型
的高科技公司發展和增長、促進大學知識向進駐的公司轉移、鼓勵以大學為基礎

的衍生公司發展，並刺激創新，其有助於提高區域創新系統的性能（Heblich and 
Slatchev, 2014）。科學園區也被視為一種創建產業群聚並予以制度化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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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預先建立的區域內結合生產、科學、技術、教育和機構代理，而區域創新系統

的功能主要是完善基礎設施，優化創新環境，促進產業群聚以支持產業發展和創

新。Oh與I. Yeom（2012）對科學園區的未來發展模式給予學術性的分類與定義，
並從11種已開發國家經驗中，將科學園區主要功能分類為：研發、企業與網絡創
新、全球管理與基礎設施等四項，以此助於建立科學園區未來的發展模式。

Wasim（2014）研究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體的科學園區，在規劃方面，從全球
科學園區發展研究中，根據科學園的功能規範，選擇可能影響其規劃的因素，並

將它們劃分為增長（growth）、治理（governance）、永續性（sustainability）等方
面，並強調在規劃過程中可能有顯著貢獻的未來趨勢和外部因素。

圖1　科學園區規劃因素與未來趨勢圖
資料來源：Wasim（2014）

大多數科學園區研究多集中在園區內部的因素上，在評估科學園區的績效時卻

忽略了對區域特徵和需求間的動態聯繫。Poonjan and Tanner（2020）結合區域創新
系統與科學園區效益的研究，提出了五個區域因素包括大學、研究機構、產業結

構、機構環境、資金支持和城市化，說明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科學園區的效益，主

張在提高科學園區效益的同時考慮區域特徵和需求，對這些區域聯繫的動態和全面

了解可幫助改進科學園區的設計，從而提高其發展性能。作為科學園區的重要背景

因素，Tsamis（2009）提及與技術轉移的合作和企業家精神有關的支持性體制，其
提供在地資源來吸引固定租戶，並為初創企業的成長提供了本地市場。Comins與
Rowe（2008）認為，科學園區在具有大都市、多樣化和成熟的發達經濟體，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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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基礎、企業文化、積極的企業家管理精神，以及包括大學和研究中心在內的

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的地區，可能會更成功。其主要原因為科學園區可透過提供不

同的基礎設施支持，創造創新來促進企業間以及企業與大學間的知識流動，從而促

進區域經濟發展（Poonjan and Tanner, 2020）。換句話說，科學園區如同一個學習場
所，它在預先建立的區域內結合生產、科學、技術、教育和機構代理，其前提是這

些代理的共置（co-location）有望提高技術水平和區域的創新能力。
在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下，科學園區的概念是希望透過空間上產業群聚的網絡

互動，來進行新科技的創新研究與應用，即使學者們認為影響科學園區發展之關鍵

因素是一個多維架構，但過去較缺少以空間領域之概念對科學園區發展之區域背景

因素進行整合性的考量，多數研究忽略了創新系統組成元素的協同作用具空間層級

與地域之差異，而各種地理尺度對於地方環境要素的具有獨特的影響力，而這些要

素可能有助於未來科學園區之發展，甚至是再發展與轉型之潛力關鍵，但是科學園

區的空間規劃形式與管理機制，往往使園區與週邊區域的發展脫離連繫。有關科學

園區發展之文獻，較少透過不同環境領域的角度提供評估影響科學園區發展的指標

框架，協助不同層級之城市管理者、規劃人員和設計師評估和創建未來規劃發展之

策略。

（四） 創新系統組成元素在各空間層級之功能作用
在知識經濟時代，為吸引和留住知識人才和產業，探討不同地理尺度上

城市場所的內涵與特徵，並建立一個多維度和多尺度城市質量的概念框架

（Esmaeilpoorarabi, 2016; Esmaeilpoorarabi et al., 2018），劃定和分類「區域、城市
和群聚」規模的質量指標，研究這些不同地理尺度上的因素或措施如何相互聯繫並

影響城市運作（圖2）。在不同層次上考慮環境，經濟，社會和個人方面，並依據
當前文獻研究結果，考慮了各種因素互動在三種不同地理範圍的影響。首先在區域

層級指標中，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係強調資本系統的競爭力，其中是包含環境、知

識、金融機構、社會、文化、人力和身份資本的整體組合，其作為一個區域的無形

資產和知識經濟的引擎力量，連繫城市對人才與投資的吸引力，在新的城市競爭力

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在城市層級指標中，提高生活質量已越來越被認為是

吸引知識型人才和產業的行銷工具，包含自然環境、經濟、社區、福利等因素被認

為對人和產業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介於區域與群聚間的城市空間單位，配合城

市運作與政策目標規劃，具備實現符合人才及產業多元之經濟、社會、文化⋯⋯等

多層面之需求，均衡並補充區域與群聚間之發展質量。即使定義和評估這些城市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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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多維指標之主觀性而存在爭議，但仍是當今城市設計與發展的關注目標；而群

聚級別是實際聯繫企業和個人之間的規模場所，指標更關注人和與地方場所相關的

因素，包含了有形和無形成因，透露出空間特徵演化差異性的訊息。此外，群聚透

過聚集高科技企業在知識產業間提供競爭性和協作性環境，將會回饋於區域和城市

的競爭優勢並產生積極影響，因此群聚層級考量的要素多半為提供、塑造創新空

間，做為刺激知識工作者的作用。

圖2　城市質量評估框架概念圖
資料來源：Esmaeilpoorarabi et al.（2016）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內容，提供本研究之啟發，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不同地理尺度

上環境元素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認為透過此框架將可以提供創新氛圍之多維度

和多尺度的思考，也有助於理解科學園區在不同地理尺度上之區域需求之考量。而

因應本研究之內涵，研究將對於科學園區發展之區域背景因素進行整合性考量，

並透過群聚的角度檢視整個產業環境，在地理的範疇上，從單一的園區、城市、區

域，甚至是國家，或者大到相鄰國家的一個跨域網絡。研究依據區域創新理論提出

三個不同空間尺度的內涵：首先是「區域層級」，主要創造競爭力的環境；其次是

「都市層級」，旨在提供吸引力的環境；最後是「園區層級」，目的在於提升廠商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148

與人才的互動。依據上述空間設立目的之差異性分別建立對應之指標項目（圖3）。
在本文所提出的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空間尺度，從相關文獻中發現到不同空間尺

度之環境因子對於科學園區發展之差異性，而這些因素在不同尺度中彼此的協同作

用亦是整個創新系統運作之關鍵。研究欲解析在具地理尺度的差異性上，對於產業

整合的深度、層次的不同，下將以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項目段落分述討論，並再

根據園區的發展差異進行近一步的實證分析。

圖3　指標框架概念圖

1. 區域

科學園區在高度多樣化的地區和不同的區域環境中遍布全球，許多案例研究討

論哪些區域特徵對其最有利。首先，Chordá（1996）研究考慮了區域發展和城市化
的程度。一些學者認為科學園區可以在未發展健全的創新體系中提出更多經濟貢

獻，（Colombo & Delmastro, 2002; Wonglimpiyarat, 2010; Albahari, 2015; Albahari et 
al., 2016），但也並非所有學者都同意這樣的演化過程（Radosevic and Myrzakhmet, 
2009）。其次，一些研究考慮了區域大小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的貢獻會有影響的關
聯（Goldstein and Luger, 1992）。最後，透過多處案例的研究也顯示公共政策制定
對於建立科學園區發展是具有效用的（Vaidyanathan, 2008）。
根據上述文獻的意涵，可以發現政府支持和資金投入對於科學園區的貢獻是必

不可少的（Vaidyanathan, 2008; Phelps and Dawood 2014; Gkypali et al., 2016）。與
此同時，過多的公眾干預（伴隨官僚主義和嚴格控制）會限制園區的靈活性和創新

活動，反而會降低園區的發展效率。也就是說公共政策制定，應該朝向為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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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高質量的人力和金融資本等，這樣的政策制訂不僅是促進科學園區的發展，更

促進整個地區經濟演化（Su and Hung, 2009）。

2. 城市

在經濟衰退時期，科學園區的存在市有助於城市發展的，文獻還確定了在科學

園區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區位因素（Díez-Vial and Fernández-Olmos, 2017）。特
別是區位條件中的「生活品質」，提供宜人和負擔得起的住宅區、良好的教育環

境、運作良好的交通系統和文化場域，似乎對吸引科學園區和該地區的公司和人才

至關重要（Zhang, 2004; Mieg, 2012; Winden and Carvalho, 2016; Eckardt, 2017）。
因此，許多人認為科學園區最佳區位是坐落於城市或大都市區域之中（Nahm, 
2000），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城市會促進科學園區的發展（Annerstedt, 2006; Winden 
and Carvalho, 2016）。然而，與此同時，一些研究認為科學園區在非城市地區也是
非常有益的（Goldstein and Luger, 1992; Winden and Carvalho, 2016）。在任何一種
情況下，科學園區的開發商，在開發之前應該先考慮科學園區與地區的制度架構

的差異性，藉此衡量未來會面對的機會和限制（Fikirkoca and Saritas, 2012; Winden 
and Carvalho, 2016）。

3. 園區

總體而言，大量的研究對科學園區特徵與屬性的影響進行了檢驗。例如科學園

區所有權和治理，一些作者認為較多私部門的參與會有利於創新活動（Koh et al., 
2005; Miao and Hall, 2014）；而政府領導的科學園區會演變為運作良好的創新體系
（Miao and Hall, 2014）。
針對發展時間與尺度差異的科學園區中，學者指出科學園區演化歷史會使得

不同世代的科學園區，會具備不同的發展特徵、策略和結果（Annerstedt, 2006; 
Bigliardi et al., 2006）。因此，關於科學園區成立時間與規模的對於廠商發展的影
響，研究指出相對年輕和年長科學園區中的廠商發展效益，會優於中年園區裡的公

司；而在尺度差異化指標中則指出：坐落於大型園區內的公司發展會勝過小型園區

（Squicciarini, 2009; Albahari, 2015; Albahari et al., 2018）。
在科學園區管理層面，園區管理團隊的規模會與廠商的創新效益呈正相關

（Albahari, 2015; Albahari et al., 2016）。也就是說，廠商的創新行為對於園區的
發展是至關重要的（Phillips and Yeung, 2003; Chen et al., 2006）。而在另一系列
研究發現，科學園區提供廠商在財產、業務和創新的支持，以及網絡上提供的服

務及設施，皆會對於廠商的創新效益產生正面的影響（Sofouli and Vonort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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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e, 2014; Koçak and Can, 2014; Lecluyse et al., 2019）。研究發現園區的聲譽是組
織與廠商選擇園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Squicciarini, 2009; Borgh et al., 2012）；關
鍵是廠商希望藉由園區的正面形象中受益（Walcott, 2002）。雖然研究中沒有發現
園區正面意象所帶來發展優勢的證據（Ferguson and Olofsson, 2004; Chan and Lau, 
2005），但透過相關研究都指出園區意象對廠商的重要性（Salvador, 2011; Borgh et 
al., 2012）。最近，相關文獻也指出科學園區會提供開放空間（綠色場域）促進員
工的福祉，並鼓勵員工在戶外休息，這使員工在心理層面上將休閒與工作空間進行

區分，進而加速創新和創造力（Gilchrist et al., 2015; Colley et al., 2016）。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方法首先透過區域創新系統與科學園區之相關文獻分析，了解園區發展所

需條件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作用與影響，從中彙整文獻探討的結果界定研究問題。

研究認為探討科學園區發展所需之因素與作用機制，除了與區域背景特徵有高度關

聯外，更具空間層級與地域之差異，進一步建立初步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空

間尺度下的科學園區發展評估指標體系。其次，透過兩階段專家問卷建立本研究之

科學園區發展評估指標體系，第一階段以模糊德爾菲法進行各項指標之重要性評定

篩選，並檢視整體指標之充足性，確立分屬於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空間尺度

的指標適切性；第二階段模糊層級分析法求得個評估項目之權重排序。最後將本研

究建構之科學園區發展評估指標體系，根據各面向指標之權重值重要性程度，透過

台灣北部（新竹科學園區）及南部區域（南部科學園區）創新系統發展為比較分析

論證，藉以了解影響兩園區發展效益之區域背景因素與運作機制。本研究方法分別

說明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為從區域創新系統之理論探討科學園區所需之發展條件，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

回顧，了解科學園區發展所需之條件在不同地理尺度上之作用與影響，從中彙整文

獻探討的結果界定研究問題，並根據文獻彙整影響科學園區發展之相關評估因子，

進一步建立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空間尺度下的科學園區發展評估指標體系，

以做為研究後續專家問卷之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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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家問卷調查法
為建立評估影響科學園區發展的指標體系，本研究以文獻回顧建立初步評估指

標架構後，考量不同立場與背景的專家，彼此看待園區規劃發展角度與重視層面可

能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專家篩選主要根據其專業領域背景、從事相關業務，以及

曾做過相關研究或發表為主要調查對象，問卷發放名單包含學術界與研究單位（5
人）、公部門（2位）、園區管理單位（2人）、科學園區公會之廠商（3人）、相
關利益團體（3人）等，共計15位對此主題具專業的認識，包括產、官、學界專家
與來自不同利益團體進行兩階段專家問卷進行決策與歸納。

第一階段以模糊德爾菲法進行指標之篩選與構建，問卷設計中，每位專家分別

對每個評估項目，填寫「可接受之最小值」、「最佳值」與「可接受之最大值」三

個數值，並以上述三組數值進行統計分析，建立三角模糊數，透過灰色地帶檢定法

的運算，檢視專家群體的意見是否有達成共識，同時針對專家提出之修改建議，對

指標因子內容、架構進行修正補充。

第二階段則採用模糊層級分析法來取得各評估因子之權重，主要延續第一階段

之問卷系統與發放專家對象，本研究中應用1：7至7：1的區間作為兩兩評估因子間
的相對重要性比較範圍，專家將從此區間中給定三個數值，分為兩兩評估因子相對

重要性的最可能比值，以及相對重要性比值可接受的最大值與最小值，據此兩兩比

較勾選結果以劃定三角模糊數，進行專家們的整合來求得各項評估項目的權重值排

序，最後進行分析與討論。

（三） 實證分析法
研究根據文獻彙整影響科學園區發展之相關評估因子建立指標體系，經過兩階

段專家問卷調查統計後，首先就區域、城市與園區整體及其各空間面向之指標權重

值結果做分析討論；其次依據各面向指標相對權重值排序結果，透過台灣北部以新

竹科學園區為中心的區域創新系統，以及南部以南科為中心的區域創新系統為案

例，輔以二手資料及相關文獻之論述進行比較討論，實證區域背景之差異性對於園

區效益之影響；最後分析我國北部（以竹科為中心）與南部（以南科為中心）兩者

創新系統之差異並進行系統性說明，據以做為我國科學園區未來發展之良性規劃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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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結果實證分析

回應本研究欲從區域特徵和需求中，建立提升科學園區創新效益的發展指標框

架，此節將對本研究設計之兩階段問卷過程，依據15位不同單位代表，對其填答之
結果，透過台灣北部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中心的區域創新系統，以及南部以南科為中

心的區域創新系統進行分析與比較，更深入的討論「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

空間尺度的內涵，及應證各指標內容所產生影響與作用，期能藉由兩園區之不同的

發展背景情形下，以歸納出未來台灣科學園區轉型升級的建議與規劃架構。

（一） 區域面向
「區域」面向在第一階段模糊德爾菲法問卷過程結果中，「自然環境

（5.48）」類型及其評估因子「物理環境（5.82）」與「空間條件（5.52）」專家
共識值（Hi）均未達共識之門檻標準的6，可反應專家群體對於區域中的環境資源
與自然景觀，其對科學園區之創新發展影響程度普遍皆不具認同度，由於台灣空間

環境之地域範圍相較於疆域廣大的國家，在外在物理環境在區域間之差異並不大。

因此，此指標作為評定國內園區創新發展之適用性不高。

而根據兩階段第二階段模糊階層分析法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可發現專家群體在

影響科學園區發展的指標框架中，對於「區域」與「城市」兩者面向的權重值，分

別為0.3817與0.3791皆高於「園區」的0.2329，此結果意涵著科學園區之創新能量
形成來源或因素，相當程度的仰賴其設置之周邊區域資源與生產環境。此外，就

「區域」面向而言，專家群體普遍皆一致認同「產業環境（0.4761）」與「制度環
境（0.3103）」兩類型其評估因子的重要性，可顯示能影響企業營運、決策和效益
表現的治理因素為園區創新發展的首要關鍵。再者，回應至創新系統的特性內涵，

在創造不同形式的干預措施或政策時，不同區域創新系統的參與者間不同的互動模

式，具有區域特性，因此，本研究認為在資源等籌募及政策措施等方面，有縣市地

域之差異為必要，才能更切符合各科學園區之需求。

（二） 城市面向
「城市」面向在第一階段模糊德爾菲法問卷過程結果中，「土地利用

（5.65）」類型及其評估因子「工業區功能置換（5.32）」專家共識值（Hi）均未
達共識之門檻標準的6，根據本研究對「土地利用」之定義內涵，城市的土地使用
分區與空間形態，重視功能的混合開發，突顯創新空間緊湊性和地理臨近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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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支援產業的土地使用（如工業區）機能之調整，對於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知識

流動、推進技術和產業轉型等都有幫助，然而「工業區功能置換」在專家群體填答

之結果與各專家填答之重要性程度數值皆偏低，由於國內各種產業園區其所屬的主

管機構與法源依據往往不相同，部分專家於填答過程，可能會受限於其單位所涉略

領域，直觀的進行判斷而低估指標的重要性，本研究將在下一章節透過竹科與南科

兩個案例地區，進一步實證說明。

而根據兩階段第二階段模糊階層分析法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可發現專家群體在

影響科學園區發展的指標框架中，在「城市」面向之「設施（0.5864）」與「文化
環境（0.2274）」兩類型其評估因子，包括基礎設施、醫療與教育機構、專業網絡
設施、交通、公共空間⋯⋯等權重值結果，此重要性程度排名幾乎具一致性的認

同。上述指標結果皆反應在城市之社會經濟生活各層面，並且與知識人才的特質、

生活習性有高度關聯。其顯示「城市」尺度中提供的基礎設施機和文化的物理空

間，能否發揮效益為重要關鍵。因此，促進知識傳遞和創新活動產生的場所特徵，

在城市空間尺度下至關重要。

（三） 園區面向
「園區」面向在第一階段模糊德爾菲法問卷過程結果中，「土地使用

（6.60）」類型中的評估因子「住宅開發（5.77）」，其專家共識值（Hi）未達共
識之門檻標準的6，此結果根據本研究對「住宅開發」之定義內涵，於園區內提供
各種住房類型，並創造其他用途兼容的使用，能減少居住與工作地點之距離，將能

有更多創新與就業機會的可能。然而，此指標在專家群體填答結果之重要性程度數

值偏低，此結果可進一步探討，由於產業型態及居住需求的改變，國內科學園區既

有住宅區（宿舍）之出租需求減少，住宅區以提供員工居住使用為主之機能，對於

園區之創新發展效益影響程度不高，因此適時調整園區住宅區之機能，增加土地多

元利用彈性將較符合未來之需求。

而根據兩階段第二階段模糊階層分析法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可發現專家群體在

影響科學園區發展的指標框架中，對於「園區」面向，有別於前兩項尺度談論的是

科學園區發展對於區域環境的重要性，此部分聚焦在園區內部關鍵成功因素，研究

發現專家群體對於「園區設施（0.2115）」與「服務管理（0.1836）」兩類型與其
評估因子之重要性具一致性的認同。科學園區在培育初始科技公司發展、促進技

術著床與轉移⋯⋯等作用，有助於提高區域創新系統的效能。因此，園區在經營區

域的企業活動升級，以及刺激創新產品和流程的發展方面具重要的角色作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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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部所提供的場域、產業設施、研發成果（技術、產品）應與園區服務結合應

用，對於推進創新轉型，提升園區資產價值與品牌聲譽方面有所助益。隨著全球科

技產業的演進與環境變遷，為持續增強園區競爭力，園區之發展需因應並進行動態

調整。所以，園區管理團隊將持續將服務能量集中於開發定位、區位需求、法令規

範、空間機能、營運管理等面向，以及各種創新轉型的發展機制（如財產、業務、

創新、創業支持與網路上的服務項目提供）皆是影響園區發展的重要關鍵。

綜合上述各面向的結果討論，本研究在科學園區創新發展的區域特徵和需求

中，根據兩階段之問卷填答結果，本研究發現不同領域的專家對於「區域、城市與

園區」三個層級面向之重要行程度排序有顯著差異。具學研背景之專家對於科學園

區發展所需之創新條件，普遍認為「區域」面向與其類型、評估因子之重要性最為

優先；而園區管理單位與廠商普遍首先看重「園區」面向與其類型、評估因子，其

次為「城市」面向與其類型、評估因子，此結果某種程度可反應不同立場與背景的

專家在問卷填答過程中，不同角色彼此看待園區發展的角度與認知，會因為規劃者

的層級以及其所涉及之領域而產生差異。因此後續對於園區的規劃發展，除了應重

視跨不同地理尺度的創新要素外，不同層級之城市管理者、規劃人員和設計師⋯⋯

等，彼此的溝通與協作在提供規劃上的均衡性，將是未來有效落實空間規劃的重要

關鍵。

五、創新系統差異分析

過去研究指出台灣科技產業在部分地區有顯著之專業化聚集效應，而科學園區

在區域創新的系統中更是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為此本研究為更進一步討論「區域、

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空間尺度的演化內涵，及應證各指標內容所產生影響與作

用，依據各面向指標相對權重值排序結果，透過南科與竹科為案例實證，輔以二手

資料及相關文獻之論述進行比較討論，強化本研究建立之創新系統的分析與系統性

說明，據以做為我國科學園區未來發展之良性規劃建議，以及提供本國未來創新系

統之發展依據，本研究之分析論證，綜整如圖4所示並敘述列點如下。

（一） 跨區域間創新系統組成要素之鏈結度
區域創新系統概念不僅關注特定地理區域其普遍存在的產業結構、知識基礎

設施、政策和支持組織以及制度結構的扎實度（Zukauskaite et al., 2017）。區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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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更強調建立在「互動創新」觀點與「知識轉換」方面的學習系統（Cooke, 
2004）。尤其，隨著創新的複雜性與難度加大，由單一區域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治理
與環境建構，範疇逐漸擴展延伸至跨地區、多個政府之間的府際合作以及公、私部

門的跨部門協力合作，透過跨區適當的組織和體制結構等有利條件，增加區域創新

系統參與者的角色與功能，強化系統內產業創新與增長。

依據竹科設置之周邊區域資源與產業環境，包含研發投入密度、技術移轉、人

才與企業衍生、生產與交易互動⋯⋯等，在諸多面向上，高科技產業於北部區域有

一完整且明顯的跨縣市群聚效應。從產業環境的角度切入，新竹地區之創新廠商群

聚，待發展成熟後會逐漸擴及至其他區域，甚至跨界鏈結，因此北部區域之廠商技

術移轉、合約關係以及生產交易網絡的互動聯繫容易，且北部多為企業總部所在，

企業本身條件具有較高比例的公司與客戶、競爭對手合作進行創新，以及參與國際

合作。

因此北部區域的創新系統之創新活動，其特定的生產鏈結與互動要素，加上學

研機構、及大型廠商鄰近有助於知識的傳遞及運用，特別是眾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機構高度集結於新竹地區，鄰近的台北市與桃園市提供充分的人力資源，人才層次

及國際化程度高且相對年輕，此外北北桃都會區交通往來便利，跨縣市的連通性與

可及性在城際與區域空間互動方面有良好聯繫。北部地區亦是匯集我國各項發展

資源之所在，地方財政及研發資源多集中在新竹以北，在特定社會特徵下，能透

過政策供給或是企業本身提供良好的產業誘因、機制等措施，使得創新系統在區

域範圍的空間尺度下，創新成員得以汲取、應用與擴散各種創新活動和知識厚實

創新系統。

南科由於成立時間較晚，論群聚規模與相關產業之企業間在園區內乃至跨區間

的連結度皆不如竹科有相對完整的產業佈局，南科之創新廠商群聚，若考量廠商之

創新行為或來源與學研機構之空間鄰近性互動、以及與產業聚集程度，包含廠商技

術移轉、合約關係以及生產交易網絡的互動聯繫方面，目前與鄰近周邊的高雄市為

其跨界鏈結之主要範圍。儘管空間的鄰近性對於某些形式的知識交流至關重要，而

創新系統組成要素的知識交流也需要跨地區的交換與互動，此發現可呼應Hsieh et 
al.（2015）的研究，地理創新系統中知識交流的模式具多樣性，以及有跨區域、更
長距離的空間互動現象，使得新竹區域之知識密集服務業有更多合作創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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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創新活動與知識交流方式之差異
本研究發現北部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中心的區域創新系統，以及南部以南科為中

心的區域創新系統，在企業條件、勞動市場、產業與企業機制方面有明顯之差異

性，兩者在創新活動與知識交流具顯著之不同，應證區域創新系統具地域性之差

異。Martin and Trippl（2017）提及區域創新系統通常會根植於區域環境中，透過各
種參與創新的私營和公共組織等具相互連接關係的組件所構成，促進知識的流動、

系統創新和互動學習。

■ 企業條件方面：新竹地區具有較高比例的公司與客戶、競爭對手合作進行創新，
以及參與國際合作。園區內與園區外之企業彼此透過專業分工，如半導體製造

業、光電產業皆有完整的產業鏈，由許多中小企業與少數大企業共同組成，進行

上中下游產業細密分工，並且其在上游的技術資訊及下游的市場資訊交流中，同

時與全球價值鏈密切連結，能靈活應對全球化之影響，這樣高密度的大中小企業

群聚，在競爭與合作模式下也更能激發創新的產生；而南部區域是台灣傳統產

業、中小企業的重鎮，其研發型態多屬企業主單獨從事，選擇與外部機構共同研

發之比例低，科學園區的設立雖使整體產業結構變得更加多元，但大部分中小規

模廠商較依賴本地的知識，企業在資金、學習模式、市場分析與預測、跨界面整

合等能力有其基本限制。南部與北部區域之知識交流的模式和空間特徵差異與

Hsieh et al.（2015）的研究相一致，台南市的知識密集服務業較依賴本地與國內
知識，而位於新竹核心或大型都市圈的知識密集服務業則能從國內和國際途徑中

獲取知識。

■ 勞動市場方面：新竹區域眾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成一稠密而封閉的空間特
徵，技術人才高度集結，人才層次及國際化程度高且相對年輕；台南與相鄰的高

雄區域之學術資源豐富，勞動力人口及教育程度高，人才知識技能多樣性高，但

其全球化程度相較低。

■ 在產業、企業機制方面：我國各項發展資源長期偏重北部地區，創投公司大部分
都北部，各業研發投入強度高，加上政策法令、研究機構與大學的創新育成中

心、金融機構以及風險投資、資金市場的運作⋯⋯等，其所建立的機制在區域空

間上的分佈與運行具政策制度上的差異，形成良好的產業投資誘因；南部產學研

合作較缺乏中介機構進行產業需求調查，並規劃媒合運作機制，廠商普遍缺乏政

府產業輔導資訊、研發計畫執行能力，較無法有效運用政府產業輔導資源，因應

這樣子的南北落差與區域特性，有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措施，對於提供南部中小

規模廠商之創新動能與促進轉型為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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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識基礎設施質與量以及生活環境機能構成
當今科學園區產業空間政策之推動，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下，廠商與人才開始注

重空間鄰近性以及面對面互動的實質需要，基此，近年諸多研究將群聚聚焦在更微

觀之空間尺度。強調利於正式交流互動的實體空間與各種社區基礎設施，以及非正

式交流互動的網絡場所與網絡基礎設施，得以加速各種專業活動的產生與多元化，

使知識溢出和網絡更有意義（He and Gebhardt, 2014; Murphy et al., 2015 ）。
竹科與南科所在之縣市地域範圍下包含一系列關係組織、生產要素與實質環境

機能上彼此的互動性與連結程度，依據本研究在論證分析中得以顯示，兩者在周邊

交通運輸、專業網絡相關組織之間運作、基礎設施等發展程度有明顯之不同。

■ 交通運輸方面：竹科周邊的交通服務設施機動性高，交通設施容量、服務乘載
率、與聯外交通系統，園區與鄰近都會區可及性強；南科對外聯接以國道、省

道、縣道等公路交通系統便捷。

■ 專業網絡方面：新竹多國家級研發機構；為企業總部、國際企業設立之研發中心
之主要所在，企業運籌能力佳，網絡連結厚實，技術交流及觸率高；南部則多為

財團法人的研究中心，中小企業的研發型態多屬企業主單獨從事，選擇與外部機

構共同研發之比例低。

■ 基礎設施方面：新竹市擁有竹科而衍生出龐大的生活產業需求，休閒、商業活動
之發展興盛；台南主要消費生活圈仍集中於市中心區，南科附近各區生活機能尚

在成長。

整體來說，竹科與周邊地區廠商群聚因為空間之鄰近性，促進了產業生產網絡

的建構以及競爭的刺激，而空間的緊密性也促使科技人才於地方的流動，新竹縣市

所提供之設施、空間與社會文化因素等特定的場所特徵，如基礎設施、醫療與教育

機構、專業網絡設施、交通、公共空間⋯⋯等城市之社會經濟生活各層面，具滿足

知識人才的需求，此情形有利於知識傳遞、創新活動的產生以及專業網絡的擴展，

各系統內部和系統之間的運作、知識交互行為和動態特性較為良好，因此園區可不

斷的與周邊都市及區域藉運作上的配合成為彼此創新增長的主要動力。南科周邊的

整體產業空間發展與分布與互動皆不及北部來的緊湊密集，知識、資本、人員和貨

物的交流與互動不易從空間的鄰近性而產生，加上本地縣市的創新環境與生活機能

對於知識人才的供給、吸引力不及新竹。而南科周圍近年配合其他建設計畫與產業

衛星基地之設置，因此南科及其附近地區仍處於知識基礎設施投資的階段，較難實

現協同效應，未來將會對地方產業帶來不同的效應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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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學園區產業群聚布局之中心性與鄰近性
Durmaz（2015）探討工商業與創意產業群聚在城市空間中的位置特徵和空間

條件，指出位置是最重要的物理因素之一，包含鄰近性，中心性和可及性，其有助

於日常工作流程，提高效率，促進協作並為個人靈感提供來源。因此，園區之於區

域與城市空間中的位置特徵與空間條件，包含鄰近性、中心性與可及性，其各組

織、機構、產業、設施等彼此間緊湊的空間分布，將有助於園區建立聯繫、獲得技

術並從其基礎設施和商業氛圍中受益。

竹科周邊新竹縣、市內擁有許多重要的研究機構、商業服務與科技交流中心等

相關設施之設置，加上周遭工業區其可服務園區之相關產業所需零件，滿足工、商

服務及技術轉移需求，形成厚實的網絡鏈結。就區位條件來看，竹科旁有工研院及

清華、交大研究機構，成一稠密且凝聚的空間特性，具就近且自然依存的產學地

緣關係，其所提供的人力素質更是國內頂尖，許多工程師可就近利用資源，學校與

廠商間也較有密切的研究合作計畫。加上工研院對高科技產業人才與企業的研發孕

育，帶動一波波產學合作的互動發展。其次，配合商業服務與科技交流中心等相關

設施之設置，如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等，加上周遭工業區如新竹縣湖口鄉的新竹工業區、

竹東與竹南工業區，其可服務園區之相關產業所需零件。再配合現有的城市規模及

文化風貌，竹科周圍區域在基礎及公共設施的支援下，包含大眾運輸與資訊網的建

設等，各式廠商聚集，提供相關之工、商服務需求及通訊功能，滿足技術轉移的需

求，提供密集的都會生活與科技活動，這些良好的區位條件，得以形成強大的產業

網路結構。

南科地理位置處於嘉南平原，空間平坦開放，其與周邊有形或無形的可及性不

若竹科，影響其網絡鏈結的成形，因此南科較多靠引進的方式串聯周遭資源。

目前與周邊生產網絡與學研單位之聯繫，多靠引進的方式，如透過南科育成中

心、南科產學協會串聯周遭資源，促進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園區事業單位之間的

技術及人才交流。其次，南科廠房座落的善化、新市、安定三區，在交通運輸系

統、地方產業基礎、商業服務與生活機能方面，早期發展較不成熟，公共建設十分

稀少，在南科興起帶動南市全區市地重劃，其各方面機能才逐漸活絡，近年隨著南

科台南園區持續發展，吸引半導體業者台積電和聯電等大廠擴廠投資，帶動就業人

口移入，加上政府單位大力改善交通建設、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與南科周邊的新

吉、樹谷、永康工業區等，現階段雖仍處高科技產業聚落逐漸成形之階段，但皆有

助於南科在未來能形成更良好區位條件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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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討論

高科技產業因生產及研究發展上的需要，使得創新及知識導向成為其維持競爭

力的重要關鍵。科學園區是將群聚治理予以制度化的一種形式，它在預先建立的區

域內結合生產、科學、技術、教育和機構代理，在促進經濟和技術發展方面扮演一

個重要角色。然而面對高科技產業的創新樣態與全球化，如何建構一個有助於未來

科學園區之良性發展環境，對於產業升級或科技生根提供更一步的動力，基於此想

法，本研究以區域創新系統之概念作為研究取徑，了解科學園區發展之區域背景因

素，探討影響科學園區創新效益的因素與作用機制，透過文獻回顧、專家問卷以及

實證分析討論等方式來進行研究，綜合本研究結果之結論敘述如下：

圖4　竹科與南科區域創新系統的互動模式示意圖

（一） 本研究以區域創新系統之概念作為研究取徑，了解影響科學園區創新效益
的因素與作用機制，發現創新系統組成元素的協同作用是跨不同空間地域

規模的，其反應了各種地理尺度上地方環境要素的獨特性質，並強調科學

園區發展在不同空間層級治理的重要性。

（二） 考量區域特徵和需求中，提升科學園區效益的發展指標框架，本研究提
出「區域、城市與園區」三個不同空間尺度的內涵，透過模糊德爾菲法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160

（FDM）與模糊階層分析法（FAHP）兩階段的專家問卷，建構有助於提
升科學園區效益之指標體系，根據兩階段之問卷填答結果，可知區域背景

因素對於提升科學園區效益的重要性，並發現專家所善及涉略領域的不同

（圖5），看待園區發展的角度與認知有顯著差異，可見園區的規劃發展在
不同層級之城市管理者、規劃人員和設計師⋯⋯等，彼此的溝通與協作上

的整合性亦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圖5　各空間層級之專家決策組成比例統計圖

（三） 在指標各構面及因素間的權重排序分析中，同時透過竹科與南科的實證分
析，了解各指標之實際影響與作用後，本研究發現竹科與南科在創新活動

與知識交流具顯著差異性，對於區域創新系統在不同地理空間中的異質

性，在資源等籌募及政策措施等方面，有地域之差異性存在的必要，才能

更切符合各科學園區之需求。

（四） 立基於竹科與南科的發展演進，台灣科學園區未來發展的規劃關鍵項目，
依據本研究所分類的三個地理尺度上所定義的科學園區發展元素，區域層

級在「產業環境」與「制度環境」兩類型極具重要性；城市層級需考量

「設施」與「文化環境」兩類型的機能提供；而園區在「區位」類型中的

「中心性」1評估因子最為關鍵。

1 科學園區與醫院、大學、其附屬研究機構、商業組織和基礎設施的地理位置接近，有助於廠
商獲得技術，建立聯繫，或是周圍環繞著商業區，將能從其基礎設施和商業氛圍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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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高科技產業發展趨勢下，創新系統中不同的角色、功能與需求日益多
元，科學園區生產經濟空間產生分散化，過去以單一或重點式投入科學園

區或新興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未來應以科學園區為核心，發揮空間鄰近

效益，向外鏈結周邊資源、創新組件，調整園區與區域、都市產業空間之

互動布局，將有助於促進我國產業間自發性、小規模的互動以及靈活的合

作發展模式，以厚實創新系統，促進科學園區迎向創新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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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指標與權重值

面　向 類　型 評估因子 總權重

項目
局部權重

NW1

項目
局部權重

NW2
整體權重 項目

局部權重

NW3
NW1×NW2×NW3

區域 0.3817

實質環境 0.2136 0.0815

區域結構 0.3077 0.0251

城市形象 0.3205 0.0261

交通 0.3718 0.0303

產業環境 0.4761 0.1817

勞動市場 0.3602 0.0665

企業條件 0.3563 0.0647

金融市場 0.2835 0.0515

制度環境 0.3103 0.1185

政策整合性
與延續性

0.3190 0.0369

政治環境 
穩定度

0.3118 0.0378

產業、企業
機制

0.3692 0.0437

城市 0.3791

社區形態 0.1862 0.0706

空間結構 0.2594 0.0183

創意氛圍 0.2389 0.0169

多元性與 
開放程度

0.2389 0.0169

服務管理 0.2628 0.0186

設施 0.5864 0.2223

基礎設施 0.2493 0.0554

醫療照顧與
教育機構

0.2408 0.0535

專業網路/ 
設施

0.2521 0.0560

交通運輸 0.2578 0.0573

文化環境 0.2274 0.0862

公共空間 0.3493 0.0301

生活型態 0.3110 0.0268

場所安全 0.3397 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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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類　型 評估因子 總權重

項目
局部權重

NW1

項目
局部權重

NW2
整體權重 項目

局部權重

NW3
NW1×NW2×NW3

園區 0.2392

區位 0.2133 0.0510 中心性 1 0.0510

環境設計 0.1412 0.0338
外部空間/ 
景觀

0.5205 0.0176

內部空間 0.4795 0.0162

設施 0.2115 0.0506
先進性 0.5159 0.0261

共享性 0.4841 0.0245

服務管理 0.1836 0.0439
交通 0.5263 0.0231

軟體服務 0.4737 0.0208

土地使用 0.1309 0.0313 開發計畫 1 0.0313

識別度 0.1195 0.0286 品牌聲譽 1 0.0286




